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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 以 2011—2019 年高

耗能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效应,并以数字化转型为

调节变量,解析数字化转型作用下绿色创新影响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内在机制。 实证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可显

著提升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水平,数字化转型则正向调节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提升作用。 考虑

行业异质性时,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数字化转型调节效应显著,但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受到绿色创新

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尚不明显。 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高耗能企业提升碳减排绩效、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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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

布,我国将力争在 2030 年达到碳达峰、2060 年达到碳中和。
“双碳”目标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1] 。 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是根据环保

需求对产品、工艺以及服务进行更新和优化,以期高效配置

和利用资源,减少碳排放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为我国实现“双

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尤为值得关

注的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数字

化转型成为催生新发展动能的核心驱动力,是助力和推动绿

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 就中

国碳排放问题而言,高耗能企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应作

为碳减排的重点管控对象。 因此,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及

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背景下,高耗能企业应注重通过绿色

化与数字化的协同实现转型升级。
绿色创新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备受国

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现有研究发现绿色创新对碳减排绩

效可能存在复杂的“双刃效应”。 一方面,绿色创新可以降低

能源消耗或促进产业升级,进而提高碳减排绩效。 如 Du 和

Li[2] 、周志方等[3] 指出,绿色创新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
过生产过程中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的方式提升碳减排

绩效。 此外,Du 等[4] 指出,绿色创新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将
生产从低附加值、重污染行业转移到高附加值、无害环境的

行业,以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产值在整个经济产值中的比

重,加速碳减排绩效的提升。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能源

回弹效应不容忽视。 如 Du 等[5] 、李凯杰等[6] 指出,当绿色

创新提高能源效率后,反而刺激了生产者消费更多的能源,
使得减排效应远小于碳排放增长效应,反而降低了碳减排绩

效。 申萌等[7] 也认为,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会抑制碳排放,
但间接效应却加剧碳排放。 因此,高耗能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是否有助于提高碳减排绩效?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关系高

耗能企业的绿色发展,又关系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
学术界有关数字化与碳减排绩效关系的探讨可追溯至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或互联网对碳减排绩效作用的研究。
这些研究观点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中部分学者将数字化视为

环境治理的福音,认为其有助于传递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信

号,以激励企业实施环保技术。 如 Schulte 等[8] 、张三峰和魏

下海[9] 等提出,ICT 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可再生能

源成本,在抑制气候变化负向效应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此

外,Chen[10] 、许宪春等[11] 指出,ICT 可通过预测生态风险、资
源整合、环境监管等方式有效防控环境风险。 与上述观点不

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数字化并未节约能源,甚至产生额

外的 能 源 消 耗 与 碳 排 放, 阻 碍 绿 色 发 展 进 程。 例 如

Salahuddin 和 Alam[12] 指出,ICT 或互联网的快速推广刺激了

电力消费,对能源使用施加压力,进而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Lange 等[13] 、Belkhir

 

和 Elmeligi[14] 也认为,因能源效率提高

导致的“回弹效应”反而抵消了数字化对环境友好的影响,
ICT 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能源增加效应远高于削减效

应,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因此,高耗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究

竟是否对绿色创新和企业碳减排绩效起到促进作用? 能否

助力企业实现碳减排目标? 这些问题尚有待验证。
基于此,本文聚焦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中的关键问题,

通过解析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对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机制,探
讨数字化转型在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绩效作用中的调节

效应,并分析不同行业的异质性效应。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如

下:第一,引入数字化转型,揭示数字化转型作用下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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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内在“黑箱”,为探究绿色化和

数字化双转型驱动下的企业碳减排绩效问题提供新视角。
第二,采用文本挖掘法,以数字化关键词作为判断标准,通过

人工识别、数据可视化和 Python 的“ Jieba”功能明确界定数

字化转型事件,测度高耗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为量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路。 第三,考虑高耗能企业所属行业

差异,探讨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异质

性效应。 本文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影响企业碳减排绩效的理论边界,也为推进我国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机制
1. 1 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效应分析

　 　 绿色创新是指以显著减轻环境负担或者提高资源利用

率为目的的各种创新活动,包括节能型生产流程、环保型产

品或服务、绿色管理和业务方法等[15] 。 因此,绿色创新可主

要分为绿色管理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16] ,即从管理创新角

度出发,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培育绿色创新意识等

提高碳减排绩效。 此外,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企业则通过

末端治理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及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CCUS)
技术等,可以减少碳排放,进而提升碳减排绩效,但绿色创新

的回弹效应可能会抑制碳减排绩效[6,
 

17] 。
第一,基于绿色管理创新角度,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

战略,对研发、生产、营销等环节进行“绿色化”总体布局,有
利于企业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碳减排绩效。 此外,企业通过

制定绿色生产管理制度,对内培育节能减排意识、对外传递

绿色环保信号,有助于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加速提升。 一方

面,作为“双碳”目标的践行者和主力军,企业无疑会将绿色

创新战略作为其履行减排职责的主导战略,按照节能减排要

求优化产品研发、改进生产流程、升级技术设备、调整用能结

构等,从而推动企业低碳或零碳排放。 另一方面,基于意义

给赋机制,“双碳”目标也会驱动企业通过制定并实施绿色管

理制度,对内培育员工节能减排意识、强化环保生产行为,对
外则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环保形象传

递给外界,获得政府、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可,
有助于缓解企业绿色创新中可能遇到的融资约束困境,从而

提高企业碳减排绩效[15,
 

18] 。
第二,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角度,企业通过采用末端治理

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及 CCUS 技术有利于推动企业的碳减

排。 首先,企业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主要聚焦末端污染物的有

效治理,降低污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了生产活动对环境污染和破坏趋势[19] 。 此外,企业末端治

理技术创新同样可以提高生产废气的末端收集力度,为企业

合理利用废弃物提供了条件,实现二氧化碳循环再利用,进
而推动企业碳减排[20] 。 其次,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一是

通过改善工艺技术,使用可替代能源及节能设备等,从源头

上降低污染物产生[15] ;二是通过产品创新,使用环境友好型

产品去替代非清洁产品,减少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

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碳减排绩效[21] 。 最后, 企业运用

CCUS 技术,使得二氧化碳实现再生利用,即提纯处理生产环

节产生的二氧化碳,再将其投入用于生产或者封存起来,能

够达到有效减排的目的[22] 。
第三,基于回弹效应视角。 回弹效应指通过绿色创新提

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但创新的同时也会产

生对能源的新需求,新需求的能源甚至可抵消所减少的能

源[17] 。 在“双碳”目标下,高耗能企业势必会将行为限制到

对碳减排有利的方面,即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减少碳排放,与此同时可能会刺激高耗能企业消费更多

的化石燃料等能源,拉动了新的能源需求,从而部分、甚至完

全抵消所节约的能源,碳排放的增加量反而大于减少量,该
现象被称为绿色创新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即绿色创新对碳

减排绩效的间接效应[6]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
H1 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

但引致的能源回弹效应却抑制企业碳减排绩效。
1. 2 数字化转型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碳减排绩效间的调节效

应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不断深化应用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业务优化升级和创新转型,
改造传统动能和培育新动能,实现转型升级和创新过程①。
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够提高创新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效

率,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的快速集聚,也有助于企业突破时

空界限,形成有关能源投入结构、碳排放量以及绿色减排技

术等信息共享与创新协同平台,加速企业碳减排绩效的

提升。
第一,基于要素配置视角,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企业

绿色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并带动碳减排绩效的提升。 首先,
提升创新要素的流动速度。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引发了创

新要素流动机制的深度变革,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要素流

动壁垒,缩短不同创新要素间的流动路径,从而将创新要素

加速配置到企业绿色创新和节能减排过程中,并带动企业减

排绩效的提升[23] 。 其次,实现创新要素的精准匹配。 数字

化转型可以解决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打破

创新各环节的时空界限,使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精准匹配

创新要素和整合创新资源,实现产品研发、生产工艺等各环

节的节能减排,从而提高企业碳减排绩效[24] 。 最后,变革创

新要素的组合模式。 数字技术使得创新要素的组合方式和

组合序列发生变革,不同要素可在时空上实现重叠与交叉组

合,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加多样化的组合式要素供给,从
而推动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低碳减排效果[25-26] 。

第二,基于信息共享视角,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

业绿色创新中的“信息力”,进而提升碳减排绩效。 首先,大
数据技术提高了企业对能源投入结构、碳排放量以及绿色减

排技术等数据信息的聚集、融合能力,拓宽信息力的深度,使
绿色创新能够突破资源困局,并协助企业进行碳减排预测和

决策,快速掌握碳排放市场趋势。 其次,数字技术可帮助企

业整合内外部信息,并通过各种渠道传递、流动和共享绿色

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提高信息力的广度,为跨部门绿色

协同创新提供了机会。 最后,数字技术提高了企业快速研

发、迭代并交付的能力,加快企业信息力的速度,大幅提升企

业绿色创新效率。 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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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力”,通过数字化技术可有效跟踪原材料消耗、能
源需求以及废弃物产出,便于管理人员对生产过程中能源消

耗和生产情况的把控,并针对性地通过清洁生产技术或末端

治理技术从源头到末端控制碳排放,进而实现“双碳” 目

标[27-28]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H2 数字化转型可正向调节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绩

效的促进效应。

2 研究设计
2. 1 模型构建

　 　 借鉴李凯杰等[6] 的模型,本文结合 2011—2019 年中国

452 家高耗能上市企业相关数据验证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

绩效的影响效应,构建的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Cerpit = α0 + α1GreRatioit + α2(GreRatioit ×Energyit)
+ α3Controlit + ui + vt + εit (1)

　 　 其中: Cerpit 为碳减排绩效;GreRatioit 为绿色创新;
Energyit 为能源消费总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模型中

加入中心化后的绿色创新与能源消费总量的交互项

(GreRatioit ×Energyit);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ui 为企业固定效

应;v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干扰项;i 为高耗能企业;t
为年份。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分析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与数字

化转型交互作用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中

心化后的绿色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 (GreRatioit ×

DigTrait), 得到计量模型如下:
Cerpit = β0 + β1GreRatioit + β2DigTrait

+ β3(GreRatioit ×DigTrait) + β4Controlit + ui + vt + εit

(2)
　 　 其中: DigTra it 为数字化转型程度,β3 为交互效应,当

β3 > 0 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与企业碳减排绩效

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反之,当 β3 < 0, 则为负向调节

效应。
2. 2 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 鉴于企业极少披露二氧化碳排放量,
故本文依据赵玉珍等[29] 的衡量方法,从 CEADs 数据库搜集

行业碳排放量的数据,进而估算企业碳排放量。 因此,本文

以每单位碳排放所对应的营业收入作为碳减排绩效( Cerp )
的代理变量,该指标数值越大,企业碳减排绩效越好,其具体

计算方法见公式(3)。 此外,本文借鉴李力等[30] 的方法,运
用相对绩效思维,替换被解释变量以虚拟变量方式(企业是

否获得政府环保认可)衡量碳减排绩效( EnvPro ) ①,进行稳

健性检验。
碳减排绩效(Cerp)

= 企业营业收入
行业碳排放量

行业主营业务成本
+ 1( ) × 企业营业成本

(3)

　 　 (2)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对于绿色创新的衡量多利用环

保方面的研发投入和绿色专利数量,前者被视为创新活动的

投入,而后者则被视为产出[31-32] 。 鉴于专利数据更能准确

刻画技术领域的特征及实际创新能力,本文选取绿色专利数

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借鉴李青原和肖泽华[33] ,
通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企业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并
结合绿色专利 IPC 分类号最终得到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和

授权数据。 相较于绿色专利授权量而言,由于绿色专利的申

请量反映企业开展创新的实际时间,且绿色专利占比较绿色

专利数量更能有效控制影响企业创新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因此本文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总专利申请量的比值

( GreRatioA )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能力[31] 。 在稳健性检验

中,则采用两种方法重新衡量绿色创新,一是借鉴于飞等[34]

的方法,以当年企业环境管理披露情况测度企业绿色管理创

新( GreMan ) ②;二是借鉴雷星晖等[35] 的方法,使用上市企

业财务报告附注中在建工程明细项中同绿色工艺创新相关

部分(“脱硫工程”“脱销工程” “环保工程” “超低排放工程”
等)发生额总和测量绿色工艺创新( GrePro )。

(3)调节变量。 目前我国大部分传统企业处于数字化转

型的初级阶段,从微观层面定量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

较少,且尚未提出评估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科学方法。 考虑到

数字化转型作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上市企业关

于此方面的决策信息通常会公布在具有指导性质的年报中,
通过文本挖掘上市企业年报的关键词汇可一定程度反映企

业的未来发展战略[36] 。 因此,本文采用文本挖掘法,从上市

企业年报中提取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频,以此刻画数字

化转型程度。 依据吴非等[36] 的测度方法,首先,运用 Python
从巨潮资讯网和东方财富网爬取高耗能上市企业的年度报

告。 其次,基于学术文献[36-37] 、政策文件及政府工作报告③

归纳整理出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并咨询数字化转型专

家团队,最终确定包括数字化、信息化等在内的 40 个数字化

转型相关关键词④。 再次,采用 Python 的“ Jieba”实现对各上

市企业年报的 40 个关键词的汇总。 最后,数字化转型程度

( DigTra )采用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总频数占同行业企业关

键词的总频数比例来衡量,具体测算方法见公式(4)。 在稳

健性检验中,使用两种方法衡量数字化转型,第一种方法借

鉴袁淳等[38] 的做法,使用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总

频数与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总字数的比值

( DigMda )进行衡量;第二种方法,考虑到仅从年报提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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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虚拟变量设定方式:
 

如企业在碳排放领域获得政府的认可,则被视为碳减

排绩效好的企业并赋值为
 

1;
 

反之,则被视为碳减排绩效差的企业并赋值为
 

0。
绿色管理创新测度方法:加总上市企业披露的环境管理得分。 具体而言,

按照未披露 / 披露进行量化打分,分值为 0~ 1。 a 是否披露公司的环保理念、绿
色发展等情况;b 是否披露公司的过去环保目标完成情况,及未来环保目标;c
是否披露公司制定相关环境管理制度、规定等一系列管理制度;d 是否披露公

司参与的环保相关教育与培训;e 是否披露公司参与的环保专项活动、环保等

社会公益活动;f 是否披露公司建立环境相关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采取的

应急措施、对污染物的处理情况等;g 是否披露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获得的荣

誉或奖励;l 是否披露公司执行“三同时”制度情况。
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0
 

年数字化转型趋势报告》以及近年《政府工

作报告》为蓝本。
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包括:数字化、智能制造、数智化、智能化、信息化、自动

化、云计算、云平台、物联网、数据可视化、大数据、感知技术、云制造、主动制

造、智慧制造、智能终端、机器人、工业 4. 0、工业互联网、互联网+、人机交互、
数据挖掘、移动互联、电子商务、智能营销、数字营销、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
金融科技、量化金融、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技术、新型工业化、智
能技术、云存储、云联网、万物互联、工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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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无法判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现程度,本文借鉴张永珅

等[39] 的做法使用上市企业财务报告附注中无形资产明细项

中同数字化转型相关部分(“电脑软件”“电网接入系统” “计

算机软件”“ERP 系统”“智能平台”等)与无形资产总额的比

值( DigAss )对数字化转型进行衡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igTra)

= 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总频数
同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总频数

(4)

　 　 (4)控制变量。 借鉴有关文献,本文控制了城市和企业

两个层面的影响变量。 其中,城市层面的变量包括:①产业

结构( Struct ):采用第二产业 / GDP 来衡量[40] 。 ②环境规制

强度( Ers ):采用工业烟(粉)和二氧化硫去除率两个指标构

建的综合指数来衡量[40] ;③经济发展水平( Pgdp ):采用各

城市的实际人均 GDP 来衡量[40] 。 企业层面的变量包括:①
能源消费总量( Energy ):采用行业能源消费总量除以行业

主营业务成本再乘以企业营业成本,以测度绿色创新引致的

能源回弹效应[6] 。 ②资产负债率( Lev ):采用企业负债总

计 / 资产总计来衡量,以控制企业的偿债能力[33] 。 ③净利润

增长率( Npgr ):采用(企业本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 上期

　 　 　 　

净利润来衡量,以控制企业的成长能力[33] 。 ④流动资产周

转率( Catr ):采用企业营业收入 / 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来衡

量,以控制企业的经营能力[41] 。 ⑤研发费用率( Rder ):采
用企业研发费用 / 营业收入来衡量, 以控制企业的盈利

能力[15] 。
2. 3 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 2011—2019 年中国高耗能上市企业数据进行

实证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
历年《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等。 根据《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

告》六大高耗能行业①以及 2020 年的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来匹配高耗能上市企业,并删除有 ST、∗ ST 和 PT
以及研究期内更换行业的上市公司。 同时,为消除异方差的

影响,对连续变量都进行对数模变换[42] ;为消除离群值的影

响,对全部连续变量均以 1%的标准缩尾;为消除价格变动的

影响,企业财务数据和各城市 GDP 均转换为 2011 年的不变

价格。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1。 从表 1 可

知,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为基础回

归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Cerp 1. 302 0. 413 1
2 GreRatioA 0. 296 0. 417 0. 184∗∗∗ 1
3 DigTra 0. 013 0. 031 0. 014∗∗ 0. 220∗∗∗ 1
4 Energy 16. 124 3. 295 -0. 225∗∗∗ 0. 090∗∗∗ 0. 119∗∗∗ 1
5 Lev 0. 487 0. 280 -0. 268∗∗∗ 0. 005 0. 025 0. 342∗∗∗ 1
6 Npgr -0. 668 27. 087 0. 211∗∗∗ 0. 190∗∗∗ 0. 079∗∗∗ -0. 001 -0. 117∗∗∗ 1
7 Catr 1. 746 1. 381 -0. 310∗∗∗ 0. 022 0. 018 0. 253∗∗∗ 0. 184∗∗∗ 0. 008 1
8 Rder 0. 004 0. 014 0. 205∗∗∗ 0. 075∗∗∗ 0. 052∗∗∗ -0. 091∗∗∗ -0. 111∗∗∗ -0. 002 -0. 117∗∗∗ 1
9 Struct 0. 453 0. 112 -0. 160∗∗∗ -0. 222∗∗∗ -0. 124∗∗∗ 0. 031∗ -0. 017 -0. 129∗∗∗ 0. 062∗∗∗ -0. 001 1
10Ers 1. 199 2. 644 0. 056∗∗∗ 0. 211∗∗∗ 0. 122∗∗∗ 0. 075∗∗∗ 0. 045∗∗ 0. 127∗∗∗ 0. 027∗ -0. 004 -0. 178∗∗∗ 1
11Pgdp 9. 701 8. 024 0. 121∗∗∗ 0. 197∗∗∗ 0. 087∗∗∗ -0. 038∗∗ -0. 006 0. 111∗∗∗ -0. 083∗∗∗ 0. 065∗∗∗ -0. 156∗∗∗ 0. 223∗∗∗1

　 　 注:∗∗∗、∗∗和∗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和 p<0. 1。

3 实证分析
3. 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进行 VIF 检验,VIF 均小于 2,故变量间均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现象。 其次,进行 Hausman 检验,结果拒绝原

假设,故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最后,进行组间异方差检验、序
列相关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企业各类组间异方差、
组间自相关。 综上,为消除截面个体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性,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随机抽样重复 500 次获取

标准误,估计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表 2
第Ⅰ列显示的是控制变量未引入情况下的估计结果,Ⅱ、Ⅲ
两列显示的是分别引入企业层面、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情况下的估计结果。
第一,从表 2 第Ⅰ列可知,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

排绩效的直接影响系数为 0. 147,且在 1%水平下正向显著,
表明绿色创新每提高 1%,可使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提升

0. 147%。 同时绿色创新与能源消费总量的交叉项对碳减排

绩效的间接影响系数为-0. 007,且在 10%水平下负向显著,

说明绿色创新也会通过能源消费总量负向影响碳减排绩效,
表明绿色创新可能引致一定程度的能源回弹效应,但能源回

弹带来的间接效应远小于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则绿色创新

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主要存在正向促进效应,假设 H1
得以验证。 第Ⅱ和Ⅲ列引入控制变量后,绿色创新的系数仍

显著为正,可见绿色创新有利于提升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

效,这一实证结果与周键和刘阳[41] 的研究结论一致。 由此

可见,石化、化工等传统高耗能行业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

可有效缓解高碳排放问题。
第二,由表 2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净利润增长

率、研发费用率、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均有

利于提升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即企业的成长能力、盈利

能力越强越利于企业推动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逐渐“脱钩”,城
市的环境规制强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利于提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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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六大高耗能行业:C2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26: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C32: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D44: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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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

Table
 

2 Impact
 

of
 

green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变量
Ⅰ Ⅱ Ⅲ

Cerp Cerp Cerp
GreRatioA 0. 147∗∗∗ 0. 132∗∗∗ 0. 032∗∗

(0. 009) (0. 009) (0. 013)
GreRatioA × Energy -0. 007∗ -0. 007∗ -0. 007∗

(0. 004) (0. 004) (0. 004)
Lev -0. 052∗∗ -0. 034

(0. 024) (0. 021)
Npgr 0. 012∗∗∗ 0. 004∗∗∗

(0. 002) (0. 001)
Catr -0. 040∗∗ -0. 029∗∗

(0. 016) (0. 015)
Rder 0. 654∗∗ 0. 521∗∗

(0. 261) (0. 251)
Struct -0. 722∗∗∗

(0. 109)
Ers 0. 014∗∗

(0. 006)
Pgdp 0. 083∗∗∗

(0. 018)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0. 779∗∗∗ 0. 840∗∗∗ 0. 929∗∗∗

(0. 004) (0. 018) (0. 069)
观测值 4068 4068 4068
R2 0. 216 0. 251 0. 37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 p< 0. 01,
 

p< 0. 05 和

p<0. 1。 下同。

碳减排绩效。 而流动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及产业结构则

为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随资产负债

率增大而变大,此时不利于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提高;

企业的经营能力随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大而变强,导致企业生

产活动中产生的碳排放较多,进而降低企业碳减排绩效;第
二产业比其他产业消耗更多能源和造成污染,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越大,碳排放量也越多。
3. 2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

由于内生性会破坏参数估计的“一致性”,因此成为实证

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内生性的来源主要有变量的测量

误差、遗漏变量偏误以及逆向因果等,故本文运用下列方法

处理该问题,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第一,测量误差。 为了分析测量误差是否会影响回归结

果,本文更换绿色创新和企业碳减排绩效的衡量方式重新进

行回归,绿色创新采用加总上市企业披露的环境管理得分加

1 后取对数以及当年绿色工艺创新所有项目发生额总和加 1
后取对数两种方法来衡量,企业碳减排绩效采用企业是否获

得政府环保认可的虚拟变量来衡量,以此进一步检验绿色创

新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其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3 第Ⅰ-
Ⅲ列中。 由Ⅰ-Ⅱ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从管理层面或

是技术层面测度绿色创新,基准回归均稳健。 由Ⅲ列的回归

结果可知,替换碳减排绩效的测度方法后,基准回归仍稳健。
综上,在考虑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后,绿
色创新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础回归基本一致,证实了基

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遗漏变量。 考虑到遗漏变量也可能带来内生性问

题,本文进一步加入了企业层面的企业年龄(采用企业成立

年限来衡量)和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实际总资产来衡量)以

及城市和行业固定效应,表 3 第Ⅳ列报告了解决遗漏变量问

题的回归结果。 由表 3 第Ⅳ列可知,绿色创新仍正向影响高

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说明基准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3 变量的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偏误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of
 

measurement
 

error
 

and
 

missing
 

variable
 

bias
 

variables

变量

测量误差 遗漏变量

Ⅰ Ⅱ Ⅲ Ⅳ
Cerp-GreMan Cerp-GrePro EnvPro-GreRatioA Cerp-GreRatioA

Gre(Man / Pro / RatioA) 0. 012∗∗(0. 005) 0. 006∗∗∗(0. 001) 0. 208∗∗∗(0. 034) 0. 032∗∗(0. 013)
Gre(Man / Pro / RatioA) × Energy -0. 001∗∗(0. 000) -0. 001∗∗(0. 000) -0. 092∗∗∗(0. 017) -0. 007∗(0. 004)
Age 0. 126(0. 123)
Size 0. 025(0. 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常数 0. 933∗∗∗(0. 0676) 0. 922∗∗∗(0. 065) 0. 552∗∗∗(0. 194) 0. 500(0. 401)
观测值 4068 4068 4068 4068
R2 0. 372 0. 381 0. 278 0. 380

　 　 第三,逆向因果。 由于绿色创新可能会和高耗能企业碳

减排绩效存在逆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采用工

具变量加以克服。 在已有文献中,绿色产品创新是有效的工

具变量,一方面,如解学梅和朱琪玮[15] 指出企业进行绿色产

品创新主要是对产品进行绿色理念的设计及改进,而企业绿

色专利申请则主要是基于绿色创新的发明和实用型专利,因
此其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 另一方面,绿色产品创

新是对产品进行开发,其目的主要在于为用户提供新产品,
与企业绿色专利申请不存在直接关系,能够较好地满足工具

变量 的 “ 外 生 性 ” 假 设[43] 。 此 外, 借 鉴 Davidso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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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innon[43] 的方法,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也可作为工具变

量。 因此,本文选取绿色产品创新①( GrePro )和滞后一期的

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总专利申请量的比值( L. GreRatioA ) 作

为绿色创新的工具变量。 表 4 报告了采用工具变量法的检

验结果。

表 4 绿色创新影响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工具变量检验

Table
 

4 Test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green
 

innovation
 

affec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变量
Ⅰ Ⅱ

GreRatioA Cerp
GrePro 0. 100∗∗∗

(0. 011)
L. GreRatioA 0. 071∗∗∗

(0. 018)
GreRatioA 0. 049∗

(0. 030)
GreRatioA × Energy 0. 007 -0. 009∗∗∗

(0. 006) (0. 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 0. 071 0. 856∗∗∗

(0. 229) (0. 051)
观测值 3616 3616
R2 0. 673 0. 814

Anderson
 

canon.
 

corr.
 

LM
 

(伪识别检验) 150. 932[p = 0. 0000]
Cragg-Donald

 

Wald
 

(弱工具变量检验) 27. 000[p = 0. 0000]
Sargan

 

statistic
 

(过度识别检验) 6. 102[p = 0. 1917]
Durbin-Wu-Hausman

 

(内生性检验) 0. 216[p = 0. 0000]

　 　 由表 4 可知,将绿色产品创新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专利申

请量与总专利申请量的比值作为绿色创新的联合工具变量,
第Ⅰ列中绿色产品创新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专利申请量与总

专利申请量的比值的系数显著,并且伪识别、弱工具变量和

内生性检验显著以及过度识别不显著,说明选取的联合工具

变量合理、有效。 此外,从第Ⅱ列可知,绿色创新的系数仍显

著为正,因此能够证实绿色创新促进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

的稳健性。
(2)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运用以下

两种方式进行检验。 第一,由于标准误聚类偏差可能导致绿

色创新显著性结果出现误判,因此重新对标准误进行聚类处

理,使其锁定在行业和城市层面。 第二,考虑到动态面板选

择偏差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本文采用系统 GMM 法进一

步检验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

表 5。
从表 5 的Ⅰ~ Ⅱ列可知,将标准误重新聚类在城市和行

业层面后,绿色创新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

化,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动态面板选择偏差也

可能影响基准回归结果,但从表 5 第Ⅲ列可知,AR(1)显著

而 AR(2) 不显著,Sargan 检验不显著,表明模型选择合理。
进一步分析,企业碳减排绩效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说明

企业上一期碳减排绩效的变化对当期产生影响。 绿色创新

　 　 　 　表 5 标准误聚类偏差和动态面板选择偏差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of
 

standard
 

error
 

clustering
 

deviation
 

and
 

dynamic
 

panel
 

selection
 

deviation

变量

标准误聚类偏差 动态面板选择偏差

Ⅰ Ⅱ Ⅲ
Cerp Cerp Cerp

L. Cerp 0. 807∗∗∗

(0. 069)
GreRatioA 0. 032∗∗ 0. 032∗ 0. 037∗∗

(0. 014) (0. 018) (0. 022)
GreRatioA × Energy -0. 007∗∗ -0. 007∗ -0. 037∗∗

(0. 003) (0. 005) (0. 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0. 929∗∗∗ 0. 929∗∗∗ 0. 369∗∗

(0. 080) (0. 066) (0. 167)
观测值 4068 4068 3616
R2 0. 376 0. 376
AR(1) -4. 600∗∗∗

AR(2) 1. 350
Sargan

 

检验 58. 170

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这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也保持了

一致性。

4 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4. 1 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十四五”是中国“碳达峰”的窗口期,绿色创新和数字

化转型作为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双赢的有效手段,两者

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 因此,考虑到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

绩效的影响可能受到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本文引入数字化转

型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于绿色创新与企业碳减排绩效关系的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碳减排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reen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变量
Ⅰ Ⅱ Ⅲ

Cerp-DigTra Cerp-DigAss Cerp-DigMda
GreRatioA 0. 031∗∗ 0. 023∗∗ 0. 008∗

(0. 013) (0. 011) (0. 015)
Dig(Tra / Ass / Mda) -0. 037 0. 135∗∗∗ 0. 020∗∗∗

(0. 125) (0. 034) (0. 003)
GreRatioA × Dig(Tra / Ass / Mda) 0. 178∗ 0. 102∗ 0. 019∗∗

(0. 092) (0. 131) (0. 0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 0. 921∗∗∗ 0. 915∗∗∗ 0. 851∗∗∗

(0. 070) (0. 068) (0. 058)
观测值 4068 4068 4068
R2 0. 372 0. 392 0.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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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绿色产品创新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未披露 / 披露、定性 / 定量结合的原则对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进行量化打分,0 =无描述,1 =定性描述,2 =定量描述,
最终数值为所有指标的评分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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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6 第Ⅰ列所示,绿色创新的系数和绿色创新与数字

化转型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

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正向影响,假设 H2 得以验证。
表 6 的 Ⅱ 列和 Ⅲ 列是将 DigTra 分别替换为 DigAss 和

DigMda 的回归结果,Ⅱ列和Ⅲ列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

水平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进一步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

绿色创新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 上述结果产生的原因

可能在于:第一,数字化转型赋予了数据新的资源属性,削弱

了信息不对称负面影响要素流通效应,有助于要素加速流

动,提高了企业资源的综合配置效率,进一步催生企业绿色

创新动力、改变绿色创新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碳减排绩

效[25] 。 第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生产与运营管控能

力,企业能够实现对生产排污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企业针

对排污情况可有效通过清洁生产技术或末端治理技术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44] 。
4. 2 调节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行业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因特质不同,
致使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路径出现差异,故数字化转型对

其绿色创新与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 因此,
本文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对 6 种类型行业的绿色创新、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碳减排绩效关系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行业异质性分析

Table
 

7 Industr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变量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C25 C26 C30 C31 C32 D44
Cerp Cerp Cerp Cerp Cerp Cerp

GreRatioA -0. 082 0. 043∗ -0. 021 0. 019 0. 013 0. 059∗∗∗

(0. 050) (0. 024) (0. 030) (0. 012) (0. 013) (0. 022)
DigTra 0. 126 2. 052∗∗ -0. 370 0. 009 0. 749∗∗∗ 0. 311

(0. 179) (0. 831) (0. 374) (0. 142) (0. 278) (0. 398)
GreRatioA × DigTra 0. 116 1. 821∗ 0. 417 0. 062 0. 071 0. 874∗∗

(0. 097) (0. 963) (0. 289) (0. 054) (0. 271) (0. 3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 029∗∗ 0. 368∗∗∗ 0. 230∗∗∗ 0. 033∗∗∗ 0. 086∗∗∗ 0. 144∗∗∗

(0. 014) (0. 029) (0. 042) (0. 006) (0. 013) (0. 036)
观测值 4068 4068 4068 4068 4068 4068
R2 0. 460 0. 413 0. 401 0. 721 0. 379 0. 450

　 　 由表 7 可知,除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两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与企业

碳减排绩效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其他交互项系数均不显

著,这说明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

用体现出异质性。 其中,C26 和 D44 在绿色化和数字化融合

作用下,行业减碳效果明显,但 C25、C30、C31 和 C32 受到绿

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尚不明显。 根据《中国企业数字

化转型研究报告(2020)》可知[45] ,制造业企业是参评企业中

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占比高达 42. 3%,制造业中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比最高为 20%,先行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步入良性循环,通过数字化

转型促进了企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相比其他行业,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行业可以实时产生大量数据,具备适应工业

互联网的技术基础,基于云平台,实现供电、供热等设备智能

化管理,对供电、供热等实时监控,帮助企业实现供电、供热

等精准调节和能源高效应用,其数字化转型也逐渐发挥作

用,其他高耗能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尚不明显。 因

此,亟需按照不同高耗能行业的自身特质,根据各行业数字

化程度差异、所处阶段差异,有针对性地将新一代信息技术

应用到生产、管理等过程中,逐步提高各行业的数字化能力,
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而实现减排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考虑到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

和的重要途径,本文以 452 家高耗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
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

效的影响效应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第
一,绿色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水平存在正向促进效

应,且通过内生性、标准误聚类偏差、动态面板选择偏差等进

行检验,结果均具有稳健性。 第二,数字化转型可提高绿色

创新对高耗能企业碳减排绩效的促进作用。 第三,行业间特

质的差异使得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和高耗能企业碳减排

绩效关系的影响产生异质性,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数字化转型调节效应显著,但石

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受到绿

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尚不明显。
为提升高耗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

碳减排绩效,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制定高耗能行

业绿色化、数字化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加快推进以绿色化、数
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推动绿色创新与数字化的深度

融合,为高耗能企业推进两化转型提供条件。 同时,政府还

应推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与绿色创新和数字化相关

的基础研究,着重培养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人才,为企业输

送具备绿色、数字素养的人才,进而通过绿色创新和数字化

转型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加快实现由高碳向低碳、再由低

碳向碳中和的重大转型。 第二,高耗能行业应根据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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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阶段,针对性制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方案,并采取分

阶段、分步骤方式,在秉持问题导向、急用先行的原则下,逐
步实现各行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 此外,高耗能行业还应

充分考虑行业发展规律,科学有序推进节能降碳改造,避免

“运动式”节能减碳,并强调“先立后破”,先将减碳的绿色创

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做好,再去煤减碳,进而推动高

耗能行业全面转向绿色发展。 第三,高耗能企业应积极打造

低碳文化,建立健全绿色管理体系和数字化管理体系,在绿

色化、数字化转型中使管理者乃至员工最大程度地获得参与

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与此同时,高耗能企业的投入方向

应尽快向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资金、人才等资源方面倾

斜,从产品、生产、管理有序推进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努力构

筑起“绿色与数字”共舞平台,充分结合源头控制和末端治

理,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履行节能减排职责,最终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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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LI
  

Wanhong,
 

LI
  

Na∗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olemnly
 

announced
 

at
 

the
 

75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at
 

China
 

will
 

strive
 

to
 

achieve
 

carbon
 

peak
 

in
 

2030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2060.
 

The
 

proposal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reflects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ful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powerful
 

measures
 

to
 

achiev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goals,
 

and
 

for
 

sustained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far
 

as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re
 

concerned,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should
 

be
 

the
 

key
 

control
 

objec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realization
 

of
 

“double
 

carb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should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keeping
 

pace
 

with
 

greening
 

and
 

digitization.
As

 

for
 

the
 

above
 

problems,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by
 

implementing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cultivating
 

green
 

innovation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can
 

als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rough
 

final
 

treatment
 

technology,
 

cleaner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so
 

as
 

to
 

impro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elements,
 

realize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mong
 

enterprises
 

about
 

energy
 

input
 

structure,
 

carbon
 

emissions
 

and
 

green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further
 

drive
 

enterprises′
 

green
 

innovation,
 

so
 

as
 

to
 

achiev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onclusion,
 

we
 

believe
 

that
 

green
 

innovation
 

helps
 

to
 

improve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green
 

innovation
 

will
 

also
 

affect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a
 

moderator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takes
 

energy-intensiv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11
 

to
 

2019
 

as
 

a
 

sample,
 

constructs
 

a
 

dual
 

fixed
 

effect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reen
 

innovation
 

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us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to
 

explore
 

the
 

black
 

box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green
 

innovation
 

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under
 

the
 

ac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that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in
 

six
 

types
 

of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green
 

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positively
 

regulating
 

the
 

effect
 

of
 

green
 

innovation
 

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When
 

considering
 

industry
 

heterogeneit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djustment
 

effect
 

of
 

Raw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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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nd
 

Chemical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Electric
 

Power
 

and
 

Steam
 

is
 

significant,
 

but
 

the
 

impact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etroleum
 

Processing
 

and
 

Coking,
 

Nonmetal
 

Mineral
 

Products,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Ferrous
 

Metals
 

and
 

Smelting
 

and
 

Pressing
 

of
 

Nonferrous
 

Metals
 

is
 

not
 

obviou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green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enterprise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giv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 tangible
 

hand”,
 

formulate
 

a
 

green
 

and
 

digital
 

structural
 

reform
 

plan
 

for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and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with
 

green
 

and
 

digital
 

as
 

the
 

core.
 

Second,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should
 

formulat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chemes
 

according
 

to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so
 

as
 

to
 

make
 

them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At
 

the
 

same
 

time,
 

industries
 

should
 

adopt
 

a
 

phased
 

and
 

step-by-step
 

approach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Third,
 

the
 

investment
 

direction
 

of
 

energy-intensive
 

enterprises
 

should
 

tilt
 

to
 

the
 

capital,
 

talents
 

and
 

other
 

resources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stablish
 

a
 

corporate
 

culture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gree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
 

that
 

managers
 

and
 

employees
 

are
 

generally
 

involved
 

in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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